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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乾 隆 帝 的 陶 瓷 鑑 賞 觀」 
（NSC 91-2411-H-002-071） 

 
謝明良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本計劃的目的是擬經由乾隆皇帝對於陶瓷的鑑賞品評，來考察乾隆重視陶

冶的根本原因，進而探索隱藏於乾隆官窯瓷器背後的政治意圖。換言之，本計

劃案是試圖梳理乾隆御製詩文、清宮造辦處檔案等文獻來檢視乾隆皇帝對於陶

瓷工藝的鑑賞態度，以及隱含於其中的政治意涵。其次，擬將清宮對於陶瓷的

修補方案置於東亞區域的視點予以考察，以便突顯陶瓷修補術所可能反映出的

帝王的理念。 
 
 
關鍵詞：乾隆皇帝、陶瓷、官窯、陶瓷修補術 
 
 
 
 
 
 
 
 
 
 
 
 
 
 
 
 
 



English Summary 
 

The Connoisseurship of Ceramic: from Chien-lung Emperor’s Point 
of View 

（NSC 91-2411-H-002-071） 

 
HSIEH Ming-li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planning to examine the root reason why the 

Emperor Ch’ien Lung paying so much attention to pottery making through the 
viewpoint of connoisseurship in ceramics.  Besides, this project aims to discover 
the political intention hidden behind the imperial wares at Ch’ien Lung period.  In 
other words, this project endeavors to gather together and analyze the poems and 
writing authored by the Emperor Ch’ien Lung and the documents from Qing-Gong 
Work Department to reach at the goal of the project.  Secondl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area of East Asia, the project is going to explore the ceramic restoration from 
Qing-Gong Work Department , in order to reveal Ch’ien Lung emperor’s ideal 
towords the restoration of ceramics.    
 
Keywords: the Emperor Ch’ien Lung, ceramics, imperial wares, ceramic restoration 
  
 

 

 

 

 

 

 

 

 



乾隆帝的陶瓷鑑賞觀 
謝明良 

 

一、前言 

 
以往學界對於乾隆時期（1736-1795 年）陶瓷的研究已經累積了大量的成

果，其研究層面涉及甚廣，除了針對傳世作品所見各種釉彩技法、造型或裝飾

特徵等之考察之外，對於乾隆官窯制度（如督陶官、協造、次色瓷變價等）、作

品款識（年款辨偽、堂齋款等）、作品風格（倣古、創新）和其時景德鎮陶瓷的

外銷及中外窯業交流等課題均已取得相當程度的釐清。當然，上述各專題研究

大多也反映了或涉及到了乾隆皇帝（1711-1799 年）的陶瓷鑑賞觀。特別是御

窯廠督陶官唐英上奏文的整理分析1，或近年倫敦大學大衛德基金會（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出版的該基金會所藏銘記有乾隆御製詩的陶瓷作品，可說是

較為直接地表明乾隆重視陶冶及其品味好尚。2 
不過，儘管流傳於世的乾隆官窯數量龐大，作品本身似乎也不言自明地反

映出帝王的品味，但事實上我們除了能以諸如「精巧」或「技法的集大成」等

概括性的形容詞來總結乾隆官窯的特色之外，其實無法據此具體掌握乾隆的陶

瓷鑑賞觀，並借此與清代其他帝王的陶瓷觀做一區別。所幸在乾隆存世的四萬

餘首詩文當中，包括有近兩百首的詠瓷詩3，後者內容雖不乏風花雪月文學性的

譬喻，但字裡行間卻也透露出乾隆對於陶瓷的一些看法和品評，尤其難得的是

詩中所吟詠的作品仍有不少倖存至今，這就提供我們理解乾隆陶瓷鑑賞觀的絕

佳線索。4 本文的目的即是擬依據現今學界所累積的陶瓷史知識結合現存作品

                                                 
1 荒井幸雄，〈監陶官の上奏文について〉，《東洋陶磁》7（1981），頁 79-113；傅振倫等編，〈唐

英瓷務年譜長編〉，《景德鎮陶瓷》1982 年 2 期，無頁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第一歷史檔

案館編，〈乾隆朝陶瓷史料〉，收入：《清代檔案史料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1-43；

莊吉發，〈錐拱雕鏤‧賦物有象—唐英督陶文獻〉，《故宮文物月刊》129（1992），頁 62-71。 
2 A Collector’s Vision: Ceramics for the Qianlong Emperor,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London.  2002. 
3 雖然今日已能經由鍵入關鍵詞彙輕易檢索電子檔《四庫全書》所收清高宗御製詩文集中的詠

瓷詩，本文仍然受惠於民初郭葆昌輯錄的《清高宗御製詠瓷詩錄》，收入：桑行之等編，《說

陶》（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頁 295-323。另外，石光明等編，《乾隆御製文物

鑑賞詩》（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頁 647-674 亦見詠瓷詩之分類集成，但該集成刊

行年代既晚於郭氏的輯錄，卻又漏列數條詩文，並且刻意刪除詩文之干支紀年，令人莫測高

深極不利於使用。 
4 我所掌握到的該類作品總數有百件之多，其中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最豐，計約七十餘

件，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大衛德基金會次之，有二十件，其餘作品散見於中國北京故宮博

物院和歐美等地公私收藏。但應說明的是，乾隆御製詠瓷詩既有針對同一件作品多次賦詩吟

詠的例子，也有將同一首詩鐫刻於複數陶瓷之上的情形。前者如乾隆十七年（1752）〈古陶

缶歌〉、三十八年（1773）〈詠古陶缶〉、四十四年（1779）〈詠古陶弦文缶〉、五十四年〈詠

古陶缶〉即是針對現藏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一件西漢灰陶繭式壺的歌詠，若加上鐫刻於該

作品上但未收入其詩文集的一首，則乾隆吟詠該繭式壺的詩文計有五首之多。後者如乾隆四



的外觀特徵，針對乾隆詠瓷詩中的若干陶瓷見解做一梳理，進而參酌清宮造辦

處檔案記事5，勉力復原乾隆賞鑑陶瓷的特色所在。在進入討論之前應予說明的

是，鐫刻於傳世作品上的御製詩，絕大多數均見於乾隆時期編輯刊行的乾隆詩

文集中，但部分傳世器上詩作的干支紀年略早或略晚於詩文集所記成詩年代，

本文為了敘述上的方便，將統一採行詩文集的編年。 
 

二、古陶瓷鑑識能力的養成 

 
乾隆詠瓷詩當中，除有少數幾首是吟詠「掛瓶」等當代瓷窯作品之外，其

餘均是歌詠清代以前的古陶瓷，所涉及的陶瓷之年代上溯三代，下迄明代，而

以詠宋瓷的詩文最為常見。乾隆之所以偏愛古陶瓷，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因

為陶瓷質脆不能耐久，物以稀為貴，6 是故僥倖留存下來的作品之珍貴程度也

因此要高過質堅耐久的三代銅器。7  
如同家學淵源的鑑賞家般，乾隆古瓷鑑賞能力的養成，也頗受惠於清宮成

員既有的相關學識和內府的大量收藏。雍正朝的造辦處檔案不僅已曾提及宋代

官窯、哥窯定窯或明代宣德成化等窯器，於雍正六年（1728）已著手倣燒定窯

或汝窯等宋瓷名品8。據此可知，其時宮廷成員已對古代陶瓷有一定程度的掌

握。雖然雍正（1678-1735）似乎也頗熱心陶事，既屢次傳旨規範御窯廠陶瓷的

胎、釉、造型、紋飾和年款字體及格式，也對宮中陶瓷的包裝和收貯方式有所

指示，但其於古瓷的辨識眼力似乎並不高明，同時顯得興趣缺缺。當臣工持進

古陶瓷時，雍正不外乎是諭令：「著認看」9，委由他人從事鑑定，如南匠袁景

劭就不止一次奉旨鑑別陶瓷器的年代和等次10。與此相對的，乾隆則對古瓷的

                                                                                                                                         
十七年（1782）〈詠官窯葵花小盂〉一詩，就被鐫刻於臺灣故宮所藏南宋官窯系青瓷花口折

腰盤和兩件花口洗（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編），《故宮瓷器錄》第一輯，宋元，

（台中：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1961）頁 107、141，以及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官窯花口盤（李輝柄，《兩宋瓷器》（下）（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頁 28 圖 23。 
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現藏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但近年臺灣國

立故宮博物院已購入雍正、乾隆朝微卷供讀者自由閱覽。在此之前，朱家溍，〈清代畫琺瑯

器製造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2 年 3 期，頁 67-76 及頁 96 或傅振倫等編，（同註（1）），

有部分徵引，可以參照。特別是馮先銘，《中國古陶瓷文獻集釋》（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0）

頁 210-271 之〈附錄一〉，相對系統地摘錄了檔案中的陶瓷記事，提供給未能赴中國親自檢

索檔案的學者重要的訊息。事實上，本文以下所將引述的造辦處檔案有不少即是先參考了馮

氏的輯錄，而後據此線索查閱原檔所得。 
6 乾隆五十七年（1792），〈題陶器弦紋壺〉注：「若陶器質脆不能耐久，間有存者，實以罕見

珍」。 
7 乾隆三十九年（1774），〈詠官窯瓶子〉：「珍踰夏商鼎，少貴似晨星」，英國 George EumorfoPoulos

藏。 
8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雍正六年五月二

十六日條。微卷第 66 盒，頁 071、6。 
9 如雍正四年（1726）九月二十五日：「郎中海望持出五彩龍罐一件。奉旨：著認看」。此轉引

自：馮先銘，同註（5），頁 214。 
10 如雍正三年（1725）正月十九日：「宋均窯雙管方尊一件……宋東青爐一件。傳旨：著人認



鑑識表現出高度的熱誠和積極的學習意願。 
乾隆鑑識古瓷能力的養成，基本上是從文獻和實物著手進行的。在文獻方

面，明人高濂《遵生八牋》等文集無疑曾對乾隆的陶瓷鑑賞觀有著相當程度的

影響。事實上，乾隆也不諱言他對古瓷的某些議論即是來自明人的指摘。比如

說，他指出宋代修內司官窯的燒造地點是在杭州的鳳凰山下，並且辨明做為官

窯外觀特徵之一的「鐵足」乃是肇因於胎土呈色泛紫，就是以詩注的形式明記

是參考了《遵生八牋》的說法。11 其次，認為處州章生二所造青瓷純粹如美玉

即官窯之類的見解，也記明其說是引自明人陸深《春風堂隨筆》。12 
乾隆鑑識古瓷的重點包括了胎質、釉色、器形、成形燒造技法、瓷釉開片

紋理以及陶瓷器表的「皮殼」現象，幾乎囊括了現今學界鑑識古瓷時的全部要

項。乾隆認為，宋代陶瓷多僅施罩單色釉，13 其中官窯和哥窯器形多為碗、瓶

和爐，14 釉色滋潤無火氣15。同時官窯單色青釉還可區分為純青16、淡青17、和

粉青等18，而以粉青為上19；其釉帶開片，開片種類有一般的細開片20，也有所

謂冰裂紋的多重開片21，以及紋理呈色濃重的鱔血紋22。另外，由於官窯胎土呈

色紫黑，故底足露胎處呈鐵足23，更重要的是，真品之器底均見以支釘窯具支

撐入窯燒造後所留下的支釘痕24，支釘數目有五釘者25，但也有呈六釘的例子26，

而支釘也是呈鐵色的外觀。27 由於乾隆對實物觀察入微，故流傳至今的於器底

等部位鐫刻有乾隆御製詩且經乾隆鑑定屬官窯的作品當中，確實包括不少貨真

價實的宋代官窯在內（圖一）。 
另一方面，明人在論及宋代官、哥窯器時，其觀察的重點同樣也是在作品

的胎、釉、器形、瓷釉開片的種類和底足支釘痕，因此儘管乾隆以帝王身份得

                                                                                                                                         
看。欽此。於四月十五日據南匠袁邵（劭）認看……宋東青爐一件係明朝倣東青做的。……
宋均窯雙管方尊一件係均窯窯變，胎骨甚輕，是均窯上等好的」。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

館《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動清檔》微卷第 62 盒，頁 099、1。另外，雍正四年（1726）

九月二十五日：「奉旨：此瓶款式好，花紋平常，著認看是何名色……據袁景劭認看得係倣

漢銅馮官萬祿瓶花樣，是新的」。微卷第 64 盒，頁 040、4。  
11 乾隆五十年（1785），〈詠哥窯爐〉，英國 PDF 藏。 
12 乾隆四十年（1775），〈詠哥窯盤子〉，英國 PDF 藏。 
13 乾隆四十一年（1776），〈詠宣德紅錦壺〉：「宋窯惟一色，作繪始朱明」。 
14 乾隆五十年（1785），〈詠官窯筆筒〉：「缾椀官窯亦恒見」，臺灣國立故宮藏；乾隆五十年

（1785），〈詠哥窯爐〉：「宋器無多巧，大都爐與瓶」，英國 PDF 藏。 
15 乾隆三十九年（1774），〈詠官窯貫耳瓶〉：「泑氣猶滋火氣磨」，臺灣國立故宮藏。 
16 乾隆四十年（1775），〈詠哥窯葵花椀〉：「純青雖覺遜官窯」，臺灣國立故宮和 PDF 均有收藏。 
17 乾隆四十年（1775），〈題官窯碟子〉：「淡青冰裂細紋披」，臺灣國立故宮藏。 
18 乾隆三十九年（1774），〈詠官窯瓶子〉：「色佳稱粉青」，英國 George EumorfoPoulos 藏。 
19 乾隆三十七年（1772），〈詠官窯瓶〉：「粉青真上品」，臺灣國立故宮藏。 
20 乾隆四十七年（1782），〈詠官窯溫壺〉：「通體純青纈細紋」，臺灣國立故宮藏。 
21 乾隆三十九年（1774），〈詠官窯三登瓶〉：「祇裂細文冰」，臺灣國立故宮藏。 
22 乾隆三十七年（1772），〈詠官窯瓶〉：「鱔血具奇紋」，臺灣國立故宮藏。 
23 乾隆四十一年（1776），〈詠官窯瓶〉：「鐵足腰圍冰裂紋」。 
24 乾隆四十年（1775），〈詠官窯盤〉注：「然辨宋窯，必以有釘者為真」，臺灣國立故宮藏。 
25 乾隆四十四年（1779），〈題官窯膽瓶〉：「列五鐵釘餘」。 
26 乾隆五十一年（1786），〈官窯盤子〉：「官窯盤子六釘存」。 
27 乾隆五十年（1785），〈詠官窯爐〉：「五釘鐵色相」。 



以博覽內府收藏，但其鑑識能力的養成應歸功於明代文人的賞鑑心得。不僅如

此，乾隆的古瓷等級品評也和明代文人的議論息息相關。乾隆認為：除了眾說

紛紜的五代柴窯之外，宋代有汝、官、哥、定等四大名窯，28 該一見解或許曾

參照了明人張謙德《瓶花譜》或謝肇淛《五雜俎》等著作的看法29；而乾隆評

龍泉窯為僅次於定窯者30，恐怕也是承襲《遵生八牋》：「定窯之下，而龍泉次

之」的品評31，至於經常將官窯和哥窯相提並論，可能也曾受到《遵生八牋》：

「官窯品格，大率與哥窯相同」的啟示32。此外，《遵生八牋》特別提示說官窯

和哥窯的蔥腳鼎爐、乳爐、花觚和彝爐等四種器式是藏家至寶，其中官窯貫耳

壺式因深得古人銅鑄體式當為官窯第一妙品的器式品評33，極有可能也成了乾

隆收藏、品評官哥窯器時的參考指標，也因此乾隆詠瓷詩中才會屢次出現吟詠

官、哥彝爐的詩文，而詠官窯貫耳壺的詩文更近十首之多。 
從乾隆詠瓷詩及詩注所引用之與鑑賞有關的明人文集看來，其雖以《遵生

八牋》的援引次數最多，但亦包括曹昭《格古要論》、陸深《窺天外乘》、李日

華《六硯齋筆記》和前引《春風堂筆記》等著述。除此之外，乾隆旁徵博引的

明代以前文獻極多，當中和陶瓷賞識有關的唐宋時期著作，至少有唐代陸羽《茶

經》、柳宗元《代人進磁器狀》、陸龜蒙《越窯詩》和宋代陸游《老學庵筆記》、

周密《癸辛雜識》、陶穀《清異錄》、邵伯溫《聞見錄》或蘇軾的詩作等。對於

乾隆而言，熟讀古文獻中的陶瓷記事兼及汲取明人的鑑賞心得，似乎是理解古

代陶瓷的重要法門。雖然我們無法確知乾隆是否事必躬親由本人親自扒梳史

料？比如說，學者就指出宮中南書房諸文學侍從曾扮演了乾隆書畫鑑定智囊團

的角色，並且蒐尋相關的文獻記載提供皇帝鑑賞品評時引經據典之用34。無論

如何，應予留意的是，乾隆詠瓷詩所援引之和古代陶瓷有關的記事，有不少均

收錄於雍正時期編定完成的《古今圖書集成》之〈磁器部彙考〉當中35，我懷

疑乾隆可能曾善加利用此類書集成的記事，而得以迅速掌握相關的訊息。 
乾隆觀看古瓷極為細膩，有時還能觸類旁通地提出問題甚或成功地解決了

疑難。如前如述，在乾隆眼中宋代官、哥窯系作品器底均留有支釘痕，底足未

施釉處呈鐵足外觀，而當乾隆面對一件器身中空無底的宋代龍泉窯作品時，本

來狐疑該作可能是斷折後的殘器，然而因觀察到作品器底呈鐵足，故「知為舊

製」，而非損壞後的殘件36。儘管該龍泉窯筒形器至今不存，但乾隆的觀看角度

                                                 
28 乾隆五十二年（1787），〈官窯小瓶〉：「宋時秘色四稱名（原注：謂汝官哥定），不及柴窯一

片瑛」，臺灣國立故宮藏。 
29 張謙德，《瓶花譜》：「窯則柴汝最貴，而世絕無之，官、哥、宣、定為當今第一珍品」。 
30 乾隆三十五年（1770）〈詠龍泉盤子〉：「定窯之下斯掄首」。 
31 高濂撰，趙立勛等校注《遵生八牋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頁 533。 
32 高濂，同上注，頁 530。 
33 高濂，同上注，頁 532。 
34 古原宏伸，〈乾隆皇帝の畫學について〉(上)，《國華》1079 號（1985），頁 17-19。 
35 （清）蔣廷錫等編《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考工典，卷二百四十八。 
36 乾隆四十二年（1777）〈詠宋龍泉無當尊〉注：「或見無底，疑為折其半，茲鐵具存，知為舊

製也」。 



及其推論應該說是合理的。另外，乾隆也曾對現藏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一件

漢代綠釉陶壺仔細觀摩，他驚訝地發現該綠釉壺實在與眾不同，因為其支釘痕

竟然不是在器底而是存在於器的口沿部位。37 我們從該綠釉陶壺因採用覆燒的

技法故於口沿處留下三只支燒痕跡一事可知38（圖二），乾隆的古陶瓷觀察角度

確有其獨到之處。 

乾隆的陶瓷學養還表現在他對鐫刻在古陶瓷上的銘文的重視。對於乾隆而

言，宋瓷原刻銘記是理解宋代內廷陶瓷品評的絕佳線索，他曾借由一件哥窯爐

上的「丙」字刻記而掌握到該器在宋代的等第，39 雖然我們目前還缺乏資料得

以對此刻銘之年代做出正確的判斷。無論如何，乾隆確曾模倣因襲所謂宋代以

天干甲乙評等第的做法，將清宮所藏古玩諸器予以等級分類，40 而重視宋代內

廷的器物品評無疑也對乾隆鑑古知今磨練自身眼力頗有助益，甚至可據此獲得

為平反古代名瓷所受不當待遇時的寫作素材。除此之外，器物銘記也是乾隆掌

握古瓷收藏流通的線索之一，如他曾經提到一件宋代官窯爐之爐蓋有項墨林父

秘笈之印，從而得知是明代著名藏家項元汴的舊藏。41 

但是，最能展現乾隆學養的可能還在於他對部分宋瓷所見和宮室建築有關

銘記之詮釋或考證。雖然我們無法判斷這些考釋是否確出於乾隆之手？抑或只

是委由臣工考察而乾隆逕行以自己的名義發表？由於該類作品大多流傳至今，

故所提供的訊息於今日仍具有現實上的學術意義。比如說，英國大衛德基金會

收藏有一件一九二○年代由大衛德爵士直接購自慈禧太后抵押給塩業銀行的宋

代建窯黑釉盞，盞底於燒成前刻「寶」字，燒成後另加刻「坤寧殿」和「和適」

字銘（圖三），其中「坤寧殿」據近年學者考證認為是今日北京故宮北側殿名，

原係明初增建的皇后居宅後因火災燒失再建而成的42。值得留意的是，乾隆亦曾

提及內府所藏於器底刻有「坤寧」和「甲」字的宋代官窯碟。乾隆認為：「按今

之坤寧宮沿明之舊，而陶宗儀《輟耕錄》記宋宮殿已有坤寧殿之名，此器中坤

寧不知鐫刻於何時矣」
43
，其評述不偏不倚，比之近代學者更為中肯和周全。 

乾隆的陶瓷銘文考證功力，還可從他考釋汝窯「奉華」字銘一事得以窺見

一斑。由於流傳至今的幾件宋代定窯白瓷或汝窯青瓷器底均鐫刻「奉華」銘文，

故其含意就格外引起學界的矚目。儘管從銘文書風或鐫刻所在位置等看來，現

                                                 
37 乾隆五十六年（1791）〈詠古陶器尊〉：「釘弗見當惟見口（自注：凡燒造陶器，以細釘搘底

入窯，故多有釘痕見底，是尊釘痕弗見，而見口，與他器異）」。 
38 圖參見：譚旦冏，《陶瓷彙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1），圖版參。 
39 乾隆五十四年（1789）〈詠哥窯爐二首〉：「古丙乎而今甲矣（原注：宋時官哥多有薜暴者，

器底有舊刻丙字，知非當時最上之品）」，英國 PDF 藏。 
40 〈古玉斧珮記〉：「內府銅玉諸器，率以甲乙別等第」。 
41 乾隆五十年（1785）〈詠官窯爐〉：「墨林齋裏物（原注：爐蓋內有項墨林父秘笈之印）」。 
42 Margaret Medley,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Ting and Allied Wares, University of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80, pp.36-37 以及ロズ

マリ 6ー．E．スコツト(Scott Rosemary)，〈パーシヴアルヴデイヴイッドヴコレクシヨンの

中國陶磁〉，收入：《中國陶磁の至寶 英國デイヴイッドヴコレクシヨン》（大阪：讀賣新聞

大阪本社，1998），頁 119。 
43 乾隆五十四年（1789）〈詠官窯碟子二器〉。 



藏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之汝窯紙槌瓶的「奉華」字銘極可能為宋代以後所加刻

（圖四），但當今學界對此一銘文的理解大多是援引馮先銘所說的，奉華堂係南

宋高宗德壽宮的配殿，為高宗寵妃劉妃所居的說法44，但事實上乾隆在吟詠宮中

所藏汝瓷時已經指出：「盤底鐫奉華二字，考宋高宗劉貴妃有奉華大小二印，南

宋雜字詩吳焯所撰卷內有，知是風流女畫師之句，注引畫史劉妃工畫人物云云」
45，故今日陶瓷史界對「奉華」含意的解釋其實深受乾隆考證的啟發。除此之外，

乾隆還指出一件尚未為學界所留意的底刻「殿」字的宋代官窯盤，認為「殿是

宋家殿」，即趙宋內府遺物。46 由於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亦收藏一件清宮傳世底

刻「殿」款的南宋官窯青瓷蓮瓣紋洗47（圖五），故有理由推測兩者或屬同件作

品。而後者之「殿」字字體刻法因和傳世的幾件鐫刻「壽成殿」的定窯（圖六）

或汝窯作品之「殿」字頗有類似之處，48 據此又可推測可能是同一時期所鐫刻

的具有相似性質的銘文。儘管乾隆於其詩文中亦曾提及一件底刻「壽成」款的

宋代官窯盤49，同時也指出其為宋代遺物，可惜並未出示任何論證的依據。關於

這點，我認為可以從元代王逢《梧溪集》所記載的一件刻有「壽成殿」字銘的

汝窯觶原本是「宋高皇壽成殿花瓶」50，得知乾隆的推論大體正確無誤，《梧溪

集》的該一記事同時也可解決近年學界對於「壽成殿」銘文性質和年代的諸種

臆測。51 

從御製詩內容結合傳世遺物看來，乾隆的陶瓷史學養是隨著年事的增長而

逐步累積而成的，雖然這並不保證其晚年鑑別古瓷的能力一定要較青壯年期更

為準確無誤，但歲月的磨練卻也使得他意識到博採明人賞鑑心得未必如人所

意，這讓乾隆顯得頗為無奈。此一晚年的心境也反映在他的柴窯賞鑑。就今日

學界的見聞而言，我們可以輕易地指摘乾隆所吟詠的所謂柴窯枕其實是宋元時

期的鈞窯作品52，但是乾隆對明代人傳說中夢幻般的五代柴窯之學習過程或許更

                                                 
44 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頁 285。該節執筆者為馮先

銘和王莉英。 
45 乾隆四十三年（1778）〈題汝窯奉華盤〉；乾隆四十四年（1779）〈詠汝窯瓶〉，臺灣國立故宮

藏。 
46 乾隆四十四年（1779）〈詠官窯瓷盤〉：「殿是宋家殿（原注：盤底刻一殿字而無名）」。 
47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宋瓷圖錄》南宋官窯（東京：學習研究社，1974），圖 59。 
48 謝明良，《定窯白瓷特展圖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頁 16 及圖 87。李輝柄編，

《兩宋瓷器》（上）（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頁 4 圖 3。柯玫瑰（Kerr. Rose），〈英國維

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館的一件汝窯盞托〉，《中國古陶瓷研究》7（2001），頁 110 圖 3。 
49 乾隆四十年（1775）〈官窯盤子歌〉：「壽成二字精鐫底」。 
50 （元）王逢，《梧溪集》卷六，收入《四庫全書》集部 157，別集類（上海：上海古藉出版

社）1218 冊，頁 810。 
51 柯玫瑰，同註（48），頁 109-110；李輝柄，同註（48），頁 4。李輝柄雖推測壽成殿為宋代

殿名，但未出示任何依據。另外，最近胡云法等人則推測壽成殿可能和壽成皇后謝氏有關，

其位置在德壽宮內，年代約於紹熙年間（1190-1194 年）。參見：胡云法等，〈定窯白瓷銘文

與南宋宮廷用瓷之我見〉，收入：《中國古代白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稿》（上海：上海博物

館，2002），頁 208。 
52 Rosemary E. Scott,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9,P.48. 



值得留意。也就是說，儘管乾隆繼承了明代人形容柴窯青如天、明如鏡的說法53，

但他並未忽視部分明代鑑賞家對柴窯的狐疑，亦即《遵生八牋》所曾經指出的，

柴窯既然被視為如紙般的薄瓷，但曹昭《格古要論》為何又會說柴窯底足多黃

土呢？54 明代人對柴窯認識分歧一事顯然給予乾隆相當的警訊，故在他古稀之

年就謹慎地說內府雖舊藏一件柴窯碗，「然亦難定其真偽也」55，甚至質疑《格

古要論》或《博物要覽》等明人文集的記載均難採信56。雖然如此，乾隆仍對柴

窯足多黃土的傳說耿耿於懷，他一反在五十四歲時將現藏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

的一件元代青釉鈞窯枕（圖七）比附為柴窯的做法57，頗具創意地將內府所藏數

件黑釉碗窯定為柴窯作品（圖八）58。雖然，在他視柴窯為黑釉瓷的前數年即七

十一歲時，仍然視現藏英國大衛德基金會的宋代鈞窯澱青釉枕為柴窯之作（圖

九）59。從今日的資料看來，乾隆的柴窯比定結果都不正確，但是上述看似矛盾

的窯口判斷卻也是其晚年隨著學識的增長所必然伴生的疑慮和省思，此或許是

要更上一層樓的前兆吧！ 

 

三、對宋瓷的鑑賞風情 

 

今日學界對於宋代官窯的理解仍然極為片面。宋人葉寘《坦齋筆衝》記載：

「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接著又提到南宋「襲故京遺制，置窯

於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窯」後更於「郊壇下別立新窯」，60 然而當今學界對於

上述記載的北宋政和官窯之具體外觀特徵至今未有定論，至於南宋官窯除了郊

壇下官窯業已經考古發掘證實之外，所謂修內司官窯問題則要遲至近年杭州老

虎洞窯的發現才正式揭開討論的序幕。另外，有關哥窯問題更是棘手，其既涉

及明代以來龍泉章氏兄弟的燒窯傳說，即龍泉地區大窯、溪口窯址所見黑胎青

瓷的性質之外，另有一群被稱為「傳世哥窯」的作品。就今日的資料看來，後

                                                 
53 乾隆二十九年（1764）〈詠柴窯枕〉注：「遵生八牋述柴窯論製雖有青如天、明如鏡之目，然

其自稱則云未之見也」，臺灣國立故宮藏。 
54 高濂，前引《遵生八牋校注》頁 530：「然柴則余未之見，且論製不一。有云：青如天、明

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是薄磁也。而曹明仲則曰：柴窯足多黃土，何相懸也？」 
55 乾隆四十五年（1780）〈詠官窯盤子〉「柴窯碩果後周藏（原注：內府舊有柴窯椀一，實古於

宋磁，然亦難定其真偽也）」，臺灣國立故宮藏。 
56 乾隆五十二年（1787）〈詠柴窯椀〉注：「亦見記載之難信也」。 
57 乾隆二十九年（1764）〈詠柴窯枕〉，臺灣國立故宮藏。 
58 乾隆五十二年（1787）〈詠柴窯椀〉注：「今內府所藏柴窯椀共七、八枚，分第甲乙，然色皆

黑，無青者」。另外，從詩中「足土口銅藏尚皆」句可知內府藏柴窯椀口沿裝鑲有銅釦。我

推測乾隆所指稱的這數件柴窯碗極可能即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宮傳世的宋代吉州窯黑

釉盞和定窯系黑釉盞（律 165 二六之一）。事實上，乾隆此一新穎說法，在經歷了百年之後，

又為民國邵蟄民《增補古今瓷器源流考》一書所繼承，後者收入：桑行之等編，《說陶》（上

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頁 468。 
59 乾隆四十六年（1781），〈詠柴窯如意瓷枕〉，英國 PDF 藏。 
60 （宋）葉寘，《坦齋筆衡》，收入：陶宗儀，《輟耕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40 冊，頁 735-736），卷二十九，頁 13-14。 



者傳世哥窯器有相當一部份作品可能分別是來自南宋官窯或南宋至元杭州老虎

洞窯等官窯系窯口所生產的。乾隆當然不會意識到當今學界所面臨的種種困

境，而自有一套鑑別瓷窯年代和產地的方式。 

如前所述，乾隆識別宋代官窯的幾個重點包括了溫潤的釉質、胎土呈色、

器形、瓷釉開片紋理和作品底部的支釘痕跡，如果依據此一承襲自明代鑑賞家

的觀看角度來鑑別古瓷，確實也能有相當程度的正確掌握，這可從傳世的鐫刻

有乾隆御詩且經乾隆明定為宋代官窯的作品當中，包括不少確鑿無誤的宋代官

窯在內一事得以窺知。另一方面，乾隆鑑定失誤的例子似乎也不在少數，我同

意英國大衛德基金會已將該會典藏的數件乾隆所謂宋官窯改定為清代作品的看

法61，至如乾隆〈詠官窯貫耳瓶〉，原作現藏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從器式、胎

釉等推測，該作品亦為清代倣品（圖一○）。62 觀察上述現存實物，不難發現作

品均具做為宋代官窯特徵之一的「鐵足」外觀，同時貫耳瓶等器形又是明代鑑

藏界論及宋官窯作品時所最為推崇的器式，然而，這是否就意謂著乾隆因深受

明代鑑藏界的影響，以致於先入為主地過度依恃作品的個別外觀特徵，遂造成

鑑定上的失誤？關於這點，從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宋人李迪《雞雛待飼圖》上

既有乾隆御製詩，63 而同一首詩文又見於乾隆倣李迪的畫作一事可知，64 乾隆

詠瓷詩或許亦如上述情況，將原來是吟詠宋瓷的詩句，同時又鐫刻在複數的清

代倣官作品之上，否則實在難以理解乾隆會連他自身或他父親雍正所主導的御

窯廠倣古之作也無力辨識。當然，乾隆也意識到宋代官窯的鑑定難度，如其在

〈詠官窯碗〉就慨嘆少若晨星的宋代官窯「其間真偽況居半」65，其時乾隆已屆

七十九歲高齡，年逾古稀或許促使乾隆對壯年時期的天真自信有所反省吧。 

乾隆雖然也繼承明代文人的哥窯評價，認為哥窯青釉較官窯略遜一籌66，但

《遵生八牋》卻也說哥窯品格與官窯大體相同，故乾隆遂將傳世作品稀少的哥

窯評定為最高檔次的甲等67，特別是他頗鍾愛葵瓣口碗式，認為其意趣最為高妙
68
（圖一一）。當然，哥窯釉亦如其他宋瓷均無火氣

69
，青釉呈色不一，有時較官

                                                 
61 A Collector’s Vision: Ceramics for the Qianlong Emperor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2002), p.26, pl.17; p.29, pl.20; p.31, pl.22. 
62 乾隆三十九年（1774），〈詠官窯貫耳瓶〉。圖版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宋瓷圖錄》（南

宋官窯）（東京：學習研究杜，1974），圖 13。 
63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頁 89，京 1-322，

詩文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景印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 石渠寶笈（一）》，（臺北：國

立故宮博物院，1971），頁 516。 
64 中華收藏家協會編輯委員會編，《北京故宮博物院盛代菁華展》（臺北：藝聯國際公司，2003），

頁 108 圖 56。我在這裏要特別感謝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石守謙副院長的教示，他告訴我乾隆

題畫詩中存在的上述現象。另外，我也要對同院書畫處何傳馨研究員代為蒐尋相關資料致以

謝意。 
65 乾隆五十四年（1789）〈詠官窯碗〉。 
66 乾隆四十年（1775）〈詠哥窯葵花碗〉：「純青雖覺遜官窯」，臺灣國立故宮和英國 PDF 均有

收藏。 
67 乾隆四十五年（1780）〈詠哥窯葵花碗〉：「已曾標甲第（原注：椀底舊刻甲字，蓋亦為一等

之品也）」，英國 PDF 藏。 
68 乾隆四十年（1775）〈詠哥窯葵花碗〉：「碗肖葵花意獨超」，臺灣國立故宮和英國 PDF 均有



窯淡70，有的釉色則稍暗71，足部露胎處呈鐵色72，器底亦留下支釘痕，其中有六

只釘痕者73。瓷釉開片極具特色，除了冰裂紋之外74，另有鱔血紋75、金絲鐵線等

呈色清晰對比鮮明近似染色的開片紋理76。不過，乾隆也觀察到哥窯與官窯的最

大不同之處乃是官窯雖亦見冰裂紋等開片，但卻不像哥窯那樣佈滿整體作品以

致於被形容為「百圾破」般的強烈開片紋理77。 

乾隆的哥窯觀顯然也是沿襲明代人的見解，同時似乎也採納了《遵生八牋》

所提到的官哥窯彝爐是藏家至寶的說法，故在其近二十首詠哥窯詩作中，除了

他個人偏愛的葵花式碗盤之外，詠哥窯爐詩就有四首之多。但是，他也對明人

鑑賞觀中所認為哥窯開片釉遜於龍泉弟窯美玉般瓷釉的說法有些不以為然的表

示同情，此或許和乾隆時期對瓷釉的一種新的觀賞角度，即乾隆所謂「新法不

看百圾破」的鑑賞方式78，或將哥窯「裂」紋意寓為「烈士」一事有關79。如前

所述，乾隆頗鍾愛葵花口碗盤，其原因可能也是在於葵花九品一命，故可譬喻

忠赤80。 

另一方面，就我所能檢索到的經乾隆題詠的傳世至今的哥窯作品計有十九

件81，當中絕大多數件作品屬今日學界所謂傳世哥窯器或宋元時期官窯系作品，

這很難說是乾隆歪打正著幸運的巧合，其一流的眼力比起當今鑑定能手毫不遜

色。事實上，今日學界的宋代官窯系作品識別能力的養成，有一部份即來自乾

隆鑑定結果的啟發，這從和清宮收藏淵源深厚的台灣故宮編《故宮瓷器錄》所

見作品定名中亦可窺見一斑82。值得一提的是，乾隆所判定屬哥窯作品的盤和爐

類底足多有六只支釘（圖一二），而六只支釘正是近年新發現的杭州老虎洞窯址

部份標本的重要特徵之一，牟永抗甚至認為這正是和多呈五只支釘的郊壇下官

                                                                                                                                         
收藏。 
69 乾隆四十三年（1778）〈詠哥窯周素尊〉：「更無火色混真嘉」。 
70 乾隆五十四年（1789）〈詠哥窯爐二首〉：「弟陶色美兄色淡」，英國 PDF 藏。 
71 乾隆四十年（1775）〈詠哥窯盤子〉：「色暗紋彰質未經」，臺灣國立故宮藏。 
72 乾隆四十五年（1780）〈詠哥窯葵花碗〉：「鐵足獨稱珍」，中華人民共和國故宮藏。 
73 乾隆五十年（1785）〈詠哥窯爐〉：「丁星承六釘」，英國 PDF 藏二件。 
74 乾隆四十三年（1778）〈詠哥窯周素尊〉：「餘有冰紋成雜俎」。 
75 乾隆四十一年（1776）〈詠哥窯爐〉：「色猶纈鱔紋」，中華人民共和國故宮藏。 
76 乾隆三十年（1765）〈詠哥窯枕〉：「金絲鋪荇藻」，臺灣國立故宮藏。 
77 乾隆五十一年（1786）〈詠雙耳官窯瓶〉注：「官窯雖微有冰裂紋，不似哥窯之百圾破也」，

臺灣國立故宮藏。 
78 乾隆四十八年（1783）〈哥窯盤子〉：「新法不看百圾破」，臺灣國立故宮藏。 
79 乾隆五十五年（1790）〈題哥窯盤子二首〉：「恰如烈士循善名（原注：哥窯有烈紋）」，臺灣

國立故宮藏。 
80 乾隆四十七年（1782）〈詠官窯葵花小盂〉：「設曰葵花喻忠赤」，臺灣國立故宮收藏二件；中

華人民共和國故宮收藏一件。 
81十九件作品現分別收藏於英國大衛德基金會，A Collector’s Vision: Ceramics for the Qianlong 

Emperor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2002), p.13, pl.4; p.14, pl.5; p.15, 
pl.6; p.18, pl.9; p.19, pl.10; p.21, pl.12; p.23, pl.14; p.24, pl.15.（8 件）；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

聯合管理處，《故宮瓷器錄》（第一輯．宋元），頁 100、108、110、111（2 件）、155、158；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故宮博物院（李輝柄編，《兩宋瓷器》（下），頁 39，圖 34、頁 57，圖

51、頁 95，圖 86）。 
82 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編，《故宮瓷器錄》（第一輯．宋元）。 



窯標本的區別所在83。無論如何，上述十九件乾隆所謂哥窯作品當中可能是唯一

一件鑑定失誤的瓷枕，現藏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84（圖一三）。從枕的造型和白

中略泛青色調的釉色以及枕面的篦劃細線梳紋推測，其應來自宋代南方青白瓷

窯系瓷窯所生產，江西省鄱陽縣即曾出土類似造型的宋代青白瓷枕85。然而乾隆

之所以會做出哥窯的錯誤判斷，除了因該瓷枕釉帶開片之外，極可能是受到明

人陸深《春風堂隨筆》所說：「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窯」意見的影響86，以

致於將青白釉枕視為哥窯作品。關於這點，我認為還可從〈詠哥窯盤〉詩中既

提及《春風堂隨筆》，又自注說：「生一所陶淺白」87 一事得到必要的證實。 

《窺天外乘》等明人文集將汝窯譽為宋代第一名窯，88 而乾隆詠汝瓷詩雖

只八首，但由於存在著將同一首詩作鐫刻於複數作品之上的情形，故傳世的鐫

刻有乾隆御詩且經乾隆鑑定屬汝窯的作品，有九件之多。《遵生八牋》提及汝瓷

的特色是：「其色卵白，汁水瑩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隱若蟹爪，底有芝麻

花細小掙釘」，89 乾隆也因襲其說，認為汝瓷器底亦有支釘痕90。另外，從乾隆

詠汝瓷詩屢次提到汝窯瑩潤的釉色乃是羼入瑪瑙末的傳聞91，不難得知南宋周煇

《清波雜志》：「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為油」的說法92，不僅為明代人所津津

樂道同時也為乾隆所採納。儘管乾隆晚年曾經質疑以瑪瑙末入釉的說法純屬子

虛烏有93，然而我們只消從現存的兩件施罩狀似瑪瑙斑痕的所謂窯變釉鈞窯作品

被乾隆評定為汝瓷一事可知，該一傳聞確實帶給乾隆不小的影響進而據此做出

錯誤的判斷。不過，經乾隆鑑別出的真正汝瓷卻也有六件之多94（圖一四），此

                                                 
83 牟永抗，〈龍泉窯調查發掘的若干往事—《龍泉青瓷研究》讀後〉，《東方博物》3（1999），

頁 90。不過，就已公佈的老虎洞窯標本看來，該窯亦燒製不少帶五只支釘痕的作品。（參見：

杜正賢編，《杭州老虎洞窯址瓷器精選》（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圖 82-91 等），因此牟

氏的說法顯然過於武斷。另外，李輝柄將所謂傳世哥窯比定成疑為修內司窯即杭州老虎洞窯

作品的想法，恐怕主要也是來自乾隆鑑定結果的啟發。李文見：〈修內司窯的正名及相關問

題〉，《故宮博物院院刊》1996 年 1 期，頁 45-52。 
84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宋瓷圖錄》龍泉窯 哥窯及其他各窯（東京：學習研究社，1974），

圖 84。 
85 馮先銘，《宋元青白瓷》（京都：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美乃美，1984），圖 112，（1963 年江

西鄱陽縣出土）。以及彭適凡編，《中國古陶瓷》（台北：藝術圖書公司，1994），頁 94 圖 141
（南昌市收集品）。另外，山西北宋宣和五年（1123）墓亦見類似造型的黃釉瓷枕，報告參

見：王進先，〈山西壺關下好牢宋墓〉，《文物》2002 年 5 期，頁 50 圖 23。 
86 （明）陸深，《春風堂隨筆》，收入《筆記小說大觀》13 編 5 冊，頁 2952。 
87 乾隆四十年（1775）〈詠哥窯盤子〉注：「春風堂隨筆載：宋時處州章生一、生二兄弟皆主龍

泉之琉田窯，生二所陶青器純粹如美玉，即官窯之類，生一所陶淺白斷文，號百圾碎，故名

哥窯」，英國 PDF 藏。 
88（明）王世懋，《窺天外乘》：「宋時窯器以汝州為第一，而京師自置官窯次之」，收入：《百部

叢書集成》記錄彙編卷二百五，頁 11。 
89（明）高濂，前引《遵生八牋校注》，頁 530。 
90 乾隆四十四年（1779）〈詠汝窯碗〉注：「足猶釘底異匏尊」，中華人民共和國故宮藏。 
91 乾隆四十四年（1779）〈詠汝窯盤子〉注：「傳聞瑪瑙末為油」，臺灣國立故宮、英國 PDF、

Eumorfopoulos 和香港羅桂祥均有收藏。 
92 （宋）周煇撰，劉永翔校注，《清波雜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 213。 
93 乾隆五十七年（1792）〈題汝窯雙耳瓶〉注「虛傳瑪瑙末」，臺灣國立故宮藏。 
94 六件作品圖版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宋瓷圖錄》汝窯官窯鈞窯（東京：學習研究



一鑑定結果在中國陶瓷研究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大衛德爵士（Sir. David）

主要即是依據該一提示而確認了北宋汝瓷的具體外觀特徵，如今已成學界的定

論。 

乾隆有時將鈞窯判定為汝窯95，或者又將汝瓷視為鈞瓷是情有可原的96。因

為直到最近「汝鈞不分」仍然是學界通行的說法97。河南臨汝窯址即曾發現滿釉

裹足支燒的鈞瓷標本，98 後者甚至被認為可能是「汝官窯」的前身99。無論如何，

我們所要留意的應該是乾隆賞鑑鈞瓷時所透露出的一些重要訊息。乾隆認為：

鈞瓷亦有鐵足特徵100，其開窯時期可早自北宋，宋元時期鈞窯的區別乃是在於

宋瓷品質較為精良101。尤其值得留意的是，乾隆詠瓷詩雖涉及不少宋代著名瓷

窯作品，也曾吟詠鈞窯雙耳瓶、盤和瓷硯，並收藏有一件定名為「宋鈞窯花式

盤」的四花口花盆102，卻未有支言片語提及器底常鐫刻有一到十不等數目字的

出戟尊、大口尊或鼓釘式洗等鈞窯器。其次，儘管該類製品傳世數量較多，除

了台灣故宮藏品之外，亦散見於國外公私收藏，但迄今未見任何一件鐫刻有乾

隆御製詩的作品，這就透露出在乾隆眼中此一被當代部分學者視為是北宋徽宗

朝燒製的鈞窯花器或所謂陳設類器，並非宋代製品。事實上，乾隆在談到內府

收藏的鈞瓷時也明確披露其所藏鈞瓷僅近百件，且器形多屬盤碗類103。近年，

羅慧琪的論文已經有力地否定了鼓釘式洗等鈞窯陳設類器為北宋之作的錯誤說

法104。就此而言，乾隆可說是具先見之明，其陶瓷鑑識給予當代學界之啟示亦

                                                                                                                                         
社，1993）圖 2、16。李輝柄，同註（48）頁 8 圖 7，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同註（2），頁 12 圖 3。香港市政局，《出藍寶色浮 羅桂祥基金捐贈中國陶瓷》（香港：香港

市政局，1995），頁 15、17。R. L. Hobson, 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Corean and Persian Pottery and Porcelain (Bouverie House London: Ernest Ltd., 1926), 
Vol. VI, Pl. XV. F.74。但應說明的是，上引大衛德基金會盤盤底支釘痕較粗，青釉泛白且帶紅

斑，是介於汝窯和鈞窯之間的作品。另外，造辦處檔案（乾隆十年）雖記錄唐英奉旨倣燒「汝

釉貓食盆」，後者可能即乾隆御詩中的「猧食盆」，也就是今日所謂的「水仙盆」，但因乾隆

御詩是將猧食盆定為官窯作品（乾隆四十四年（1779）〈題官窯盆〉），故本文不予列入汝瓷

計算。 
95 鐫刻有乾隆四十二年（1777）〈詠汝窯瓷枕〉，乾隆四十四年（1779）〈詠汝窯盤子〉詩文的

鈞窯作品可參考：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同註（94），圖 85 以及 R. L. Hobson，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Corean and Persian Pottery and Porcelain, 
Vol. II, Pl.26. B.100. 

96 最著名的實例是英國大衛德基金會所藏汝窯碗，碗內心即鐫刻有乾隆五十一年（1786）之「題

均窯碗」詩。圖參見：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同註（2），頁 10 圖 1。 
97 David, Sir Percival, A Commentary on Ju Ware, Transactio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XIV(1936-37). PP.18-69. 
98 葉喆民，〈汝窯別記〉，《中國古陶瓷研究》2（1988），頁 3。 
99 汪慶正，〈汝窯析議〉，《河南鈞瓷汝瓷與三彩》（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頁 99。 
100 乾隆四十一年（1776）〈均窯碗歌〉：「底圓鐵色為之足」。 
101 乾隆四十一年（1776）〈題均窯碗〉：「細觀製否宋內府，蓋元倣宋而非精」，美國 Freer Gallery 

of Art 藏。 
102 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編，《故宮瓷器錄》（第一輯．宋元），頁 36；以及同院所

藏《精陶韞古》冊葉（故畫 3651-2）之「宋均窯花式盤」。 
103 乾隆五十一年（1786）〈題鈞窯碗〉：「內府藏盤近數百，椀則晨星見一二」，英國 PDF 藏。 
104 羅慧琪，〈傳世鈞窯器的時代問題〉，《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4（1994），頁 109-183，

臺灣國立故宮藏。 



可由此窺見一斑。 

 

四、 髺墾暴薜觀及其對古瓷的修補方案 

 

乾隆不止一次提到《周禮‧考工記》中的髺、墾、暴、薜，並對其含意進

行了辨正。他曾說：「按考工陶旊之事，髺墾暴薜不入於市，注疏家雖言之而未

詳，予謂：髺墾謂其器之不正，薜暴謂其釉之不純，茲盤乃薜暴非髺墾也」105，

而髺墾和暴薜也是他評鑑古瓷時的衡量標準之一。 

就乾隆詠瓷詩而言，有的作品雖然「兼絕髺墾薜暴疵」106，於外觀上幾乎

完美，但由於宋代官窯瓷釉多帶開片，故以開片釉著名於世的哥窯器也因其有

「百圾淺紋」而被乾隆評為「微薜暴」107。不過，對乾隆來說，釉帶開片絕非

難以忍受的真正瑕疵，造辦處檔案也顯示他數次傳旨要求御窯廠倣燒哥窯製品
108。相對的，唯有器之不正帶傷缺的「髺墾」才是他無法釋懷的缺陷，也因此

他在評論一件宋代官窯盆時才會說「雖微薜暴無害佳」109，同時也認為其所藏

的一件佈滿開片釉的宋代官窯瓶仍堪稱完璧110。 

另一方面，儘管乾隆對於髺墾的古陶瓷耿耿於懷，卻因慮及其年代久遠，

故亦列入珍藏，他曾說道：「古器雖髺墾，人亦珍之，若近時器雖精工而有微疵，

率以腳貨棄之」111。所謂的腳貨即有瑕疵的次級品，從乾隆七年（1742）諭令

內務府員外郎御窯廠督陶官唐英將自上色選落之次色瓷，即「腳貨器皿，不必

送京，即在本處變價」112 一事可知乾隆對腳貨器皿的厭惡程度，甚至於唐英翌

年上奏稟陳次色瓷中的帶五爪龍紋器皿，因涉及帝制未便以次色瓷競標拍賣，

乾隆仍然固執己見，在所不惜地硃批：「仍照原議行」113。因此，乾隆的陶瓷鑑

賞觀明顯存在著兩套標準，即認為古代陶瓷所見髺墾暴薜是難以避免同時也是

可以接受的事，但另一方面卻絕對無法容忍其御窯製品出現這樣的瑕疵；乾隆

自身亦不諱言其賞鑑陶瓷是有「重古薄今」雙重標準的傾向114。不過，年代久

遠的帶傷缺亦即有髺墾之憾的古瓷雖說不易避免，但無疑應該勉力修補才無礙

                                                 
105 乾隆五十四年（1789）〈戲題官窯盤子〉，臺灣國立故宮藏。 
106 乾隆十七年（1752）〈宋瓷臂擱〉，臺灣國立故宮藏。 
107 乾隆五十四年（1789）〈詠哥窯爐二首〉：「百圾淺紋微薜暴」，英國 PDF 藏。 
108 乾隆十年四月初八日〈唐英奏恭進上傳及新樣瓷器析〉，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第一

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12（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19。 
109 乾隆四十四年（1779）〈題官窯盆〉，臺灣國立故宮藏。 
110 乾隆五十五年（1790）〈詠官窯雙耳小瓶〉：「淡青細圾滿身盤，卻無髺墾誠全璧」，英國 PDF     

藏。 
111 乾隆四十四年（1779）〈詠哥窯葵花碗〉。 
112 唐英〈恭繳次色黃器及次色祭器折〉，收入：張發穎等整理，《唐英集》（遼寧：遼瀋書社，

1991）頁 946。 
113 乾隆八年二月二十日〈唐英奏請定次色變價之例以杜民窯冒濫折〉，收入：前引《清代檔案

史料叢編》，頁 11。 
114 乾隆五十四年（1789）〈詠官窯碟子二器〉：「先予重古薄今評（原注：重古薄今不自予始矣）」。 



於鑑賞，而乾隆對於古瓷的修護方案則又透露出他對於陶瓷的賞鑑態度。 

對於絕大多數的鑑賞家而言，亡羊補牢補修缺損陶瓷之事並不足為奇，清

宮自然也不例外。事實上，雍正亦曾數次下令修繕所謂鈞窯花盆、缽和當時新

創的花梨木紋瓷桶等作品115。因此，若說乾隆諭令修補內府所藏古瓷只是承襲

此一清宮慣例似乎也言之成理。但是乾隆和他父親雍正對於古瓷的補修態度卻

顯得極為不同，相對於雍正只是委由太監輕描淡寫地說：「著黏補收拾」或「著

收拾好」，似乎未多所指示，乾隆顯然極為意識到前述〈考工記〉所謂的髺墾暴

薜，同時明確地諭令修繕古瓷的具體方案。從清宮造辦處檔案看來，乾隆的陶

瓷修護內容主要是補釉和補胎，也就是集中於其所定義的暴薜和髺墾所進行的

修繕。 

在補釉方面，如乾隆九年（1744）五月十一日：「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

來說太監胡世傑、張玉交成窯天字蓋罐二件、（內一件釉水不全）。傳旨：著將

缺釉水的天字罐一件交唐英補釉，如補得好送來，如補不得不必補，仍舊送來。

欽此。」116 乾隆 34 年（1769）正月初六日：「太監胡世傑交哥窯四方瓶一件（裡

外缺釉、係養心殿庫貯、三等）」均釉大碗一件（底上缺釉、無地方）。奉旨：

著交九江關監督，將瓶碗上缺釉處，照樣經火補釉，得時送來。」117 首先應該

指出的是，乾隆皇帝下令補修的作品均屬前代的著名古陶瓷，釉彩種類包括單

色釉瓷和彩瓷。其次，從前引乾隆三十四年記事得知，待修作品是送交景德鎮

官窯廠過火燒成的。不過，過火燒補有時也不能保證送修作品的外觀品質，如

乾隆九年（1744）七月十三日督陶官唐英上奏折就提到，其因顧慮到前引成化

缺釉天字蓋罐迄今年久，若冒然入爐，補釉之處恐怕會與火氣消退的原來釉色

不相宜，故並未進行補釉，而是選擇以倣原罐款式之新燒作品呈送入京118。另

外，乾隆十三年（1748）五月二十三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觀窯三

足爐一件。傳旨：著郎世寧按破處找補顏色。欽此。」119 委由宮廷畫家調色補

修的作品可能並未入窯過火燒成，或者僅入錦窯以低溫烘焙而成。 

至於補胎方面，乾隆六年（1741）六月初三日：「司庫劉山久、白世秀來說

太監高玉等交哥窯膽瓶一件（足破）。傳旨：著將破足補蠟。欽此。」120 這是

                                                 
115《雍正六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十二月初十日「說太監王太平傳旨：此桶（花梨木紋瓷桶）

口上釉水有破壞處，著收拾好」；二月二十六日「首領太監程國用交來均窯花盆大小五件。

著黏補收拾」；《雍正十年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二月二十五日「說太監滄州傳旨：缸底有滲漏

處，著黏補收拾」。微卷第 66 盒，頁 027、5，040、7，另參見：馮先銘，同註（5），頁 217，

頁 223。 
116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微卷第 83 盒，

頁 386。 
117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微卷第 120 盒，

頁 427。 
118 乾隆九年七月十三日〈唐英奏辦奉發蓋罐情形摺〉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第一歷史

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12（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17。 
119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微卷第 89 盒，

頁 578。 
120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微卷第 79 盒，



一則以蠟補胎的珍貴記事。《西清筆記》曾提到：「余一日見外所進宋瓷碗，偶

持之，見著手處微軟，近人言此處係修補，不可持，恐致脫。細視釉色青潤無

少異，亦了無痕迹，工匠之巧如此。」121 看來，後者之宋碗可能也是以蠟補胎，

才會造成著手處有微軟之感。另從乾隆四十年（1775）三月十六日：「傳旨發往

蘇州交舒文，將底足磕處補好，照銅口一樣鑲銅底足。欽此。」122 可知蘇州作

坊也擔任了陶瓷補修和裝鑲金屬釦邊的工作。 

從清宮傳世的大量遺物不難推測，口沿裝鑲金屬邊釦是清代宮廷為因應陶

瓷修補磨邊的最為慣用的手法之一。乾隆十九年（1754）正月十九日：「員外郎

白世秀將哥窯洗一件（口破、隨木座）刷洗好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

將哥窯洗破口磨些，另鑲銅燒古口。欽此。」123 這裡指的就是將破損的陶瓷口

沿磨成齊平，而後裝鑲金屬邊釦。此一來可掩飾磨邊後無釉的澀胎，同時亦具

裝飾效果，甚至可避免再度使用時因碰擊而可能產生的傷璺。台灣國立故宮博

物院收藏的這類作品數量不少，其中又以宋代汝窯紙槌瓶最廣為人知。從內蒙

遼開泰七年（1018 年）陳國公主墓124，或天津薊縣遼清寧四年（1058 年）獨樂

寺白塔上層塔室出土的伊朗製玻璃盤口紙槌瓶125，以及近年河南寶豐清涼寺發

現的摹模自上述伊朗進口玻璃瓶式的汝窯青瓷盤口紙槌瓶之器形126，可以輕易

得知國立台灣故宮藏汝窯紙槌瓶原來亦帶盤口。但因盤口缺損，故將長頸上部

口沿整個切除磨齊，再於器頸口部鑲釦（同圖四）。值得一提的是，該汝窯瓶底

刻有乾隆御製詩，詩中提到：「口欲其堅銅以鎖」，可知在乾隆的眼中，陶瓷器

上的金屬釦邊也是具有耐摩的補強功能。不僅如此，乾隆甚至將金屬釦邊賦予

戒貪欲的警世意涵。127 

應予一提的是，口沿和器足裝鑲金屬釦邊之瓷器的外觀視覺效果，正和做

為南宋官窯特徵之一的「紫口鐵足」有共通之處，而清宮磨邊鑲釦的陶瓷補修

手法或者又有追求一器難求、備受珍重的宋代官窯外觀特徵的意圖？ 

在進行裝鑲邊釦之前，將缺損的部位磨齊雖是必要的工序，但拆裂的殘片

若仍存在並可逗合時，原則上是需先將破片接合好，而後才予以磨邊，以免暴

殄天物，磨去過大的部位。乾隆五十五年（1750）十月二十四日：「太監鄂魯里

交青花白地磁奔巴壺一把（紫檀木座、春耦齋、壺嘴傷拆磕缺）。傳旨：將傷拆

                                                                                                                                         
頁 458。 
121（清）沈初，《西清筆記》卷二，收入《筆記小說大觀》一編一冊，頁 664。 
122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微卷第 115 盒，

頁 353。 
123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微卷第 97 盒，

頁 193。 
124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陳國公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彩版 14

之 2。 
125 天津市歷史博物館考古隊等，（紀烈敏），〈天津薊縣獨樂寺塔〉，《考古學報》1989 年 1 期，

圖版貳之 5。 
12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編，《汝窯的新發現》（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1），圖 58。 
127 乾隆四十一年（1776）〈均窯碗歌〉：「細銅箝口具深意，饕餮寓戒恣貪欲」。 



處黏好，壺嘴邊上磕缺處磨齊，呈覽。欽此。」128 從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

十日傳旨命全德家人將一件爐足業已斷成二截的青花三足爐帶往江西黏燒，數

日後又傳旨：「腿壞瓷鼎爐不必交全德黏燒，著造辦處想法往結實裡黏好」129，

可以推測得知相對於景德鎮的入窯黏燒技法，造辦處可能只是採用黏著劑予以

黏接。 

儘管以黏著劑黏補陶瓷是明代常見的補瓷技法，如弘治十七年（1504）宋

詡《宋氏燕閒部》記載：「黏窯器璺處，補石藥黏之，又以白蠟溶化和定粉加減

顏色飾之」；130 《遵生八牋》還提到一種以舊補舊的修補方式，即：「取舊官哥

磁器，如爐欠足耳，瓶損口稜者，以舊補舊，加以泑藥，裹以泥合，入窯一火

燒成，如舊制無異」131，因此乾隆或許只是參酌明人的補瓷方式諭令造辦處修

繕古瓷？然而，我們不應或忘以黏著劑黏接陶瓷只不過是明代人補瓷的方式之

一，其時另存在著其他可能更為牢固的補接陶瓷的方案。如利馬竇（Mathew Rīcci, 

1552-1610）在中國的見聞札記就說：「最細的瓷器是用江西所產黏土製成，人

們把他用船不僅運到中國各地，而且還運到歐洲最遙遠的角落，在那裡它們受

到那些欣賞宴席上的風雅有甚於誇耀豪華的人們的珍愛。這種瓷器還可以耐受

熱食的熱度而不破裂，而尤其令人驚異的是，如果破了，再用銅絲焊起來，就

是盛湯水也不會漏」。132 從長期居住在乾隆御窯廠所在地景德鎮的著名法國傳

教士殷弘緒（d’ Entrecolles, 1664-1771）於雍正十二年（1734）寄往歐洲的書簡

中可以具體得知前引利馬竇亦提及的景德鎮匠人的修理作業工序，即：「使用金

剛鑽將破碎的磁片予以接合，這在中國甚至成為一種職業，有專門從事瓷片修

理復原的工匠。他們使用金剛鑽就像是使用針般，於瓷器上鑽幾個小孔，再於

小孔穿入極細的銅絲予以縫合。這樣一來，瓷器就能照常使用，並且幾乎看不

出破裂的痕跡。」133 這無疑是指以形似訂書針般的「ㄇ」形釘具予以接合的所

謂鋦釘補瓷術。就目前的考古資料看來，中國的鋦釘補瓷術至少可上溯至內蒙

古出土的一件元代十四世紀的青花瓷盤，
134

 尤可注意的是到了明代，以鋦釘接

合修護的陶瓷甚至成為畫家筆下象徵古物的道具而成為賞鑑的對象，台灣國立

故宮博物院藏王問繪作於嘉靖三十七年（1558）的《煮茶圖》，即是利用帶有鋦

                                                 
128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微卷第 151 盒，

頁 110。 
129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微卷第 115 盒，

頁 344。 
130（明）宋詡，《宋氏家要部家儀部家規部燕閒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頁 62。 
131（明）高濂，前引《遵生八牋校注》，頁 532。 
132 利馬竇（Mathew Rīcci）著，何高濟等譯，《利馬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

頁 15。 
133 ダントルコール（d’ Entrecolles）著（小林太市郎譯註，佐藤雅彥補註），《中國陶瓷見聞》

（東京：平凡社，1979），頁 289-290。 
134 Adam Kessler, Empires Beyond the Great Wall, Los Angele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Los 

Angeles 1993, p.139。另外，該青花瓷盤外盤底局釘圖片可參見：John carswell, Kharakhoto 
and Recent Research in Inner Mongolia, Oriental Art, vol.XLV no.4 (1999-2000). P.25, pl.14. 



釘補修痕跡的瓷蓋罐來寓意、營造畫面主角的高古情懷（圖一五）。135 問題是

乾隆為何捨此不用呢？ 

從清宮造辦處檔案記載的補釉、補胎或磨邊鑲釦等陶瓷補修情況，不難得

知宮廷匠師奉旨施行的理想修補方案，是企圖將缺損的陶瓷補修復原至完整無

瑕的外觀，在掩飾美化傷璺的同時亦勉力保存作品原有的面貌。乾隆講究器物

之完整一事，也反映在造辦處屢次奉旨燒進業已佚失的前代陶瓷之器蓋等配

件，而著名督陶官唐英也經常持進配得瓷蓋，供乾隆檢閱、觀覽。136 我們從台

灣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這類清宮傳世作品可知，其所配器蓋之造型、紋飾和

釉色均戮力倣製原器身所呈現出的樣式作風，故不僅幾乎可亂真，也和原器身

取得和諧。137 因此，在這樣的一種由帝王所主導的要求瓷器完美外觀，即無髺

墾薜暴的鑑賞觀看方式之下，宮廷匠師自然就受限不被允許使用頗具實用性的

鋦釘補瓷術。但是乾隆為何會摒棄明代文人也曾賦予其高古象徵意含的鋦釘補

瓷術，而採取其他修護方案將陶瓷外觀盡量修整得近於完美無暇呢？我認為這

可能和他自己也提到的土   之德，138 即隱含於陶瓷之德行象徵意義有關。收

錄於《文苑英華》的一則中晚唐時期〈對陶人判—市稱陶旊者髺墾薜暴〉記載：

「惟彼陶者，為芸之卑，讀邃古之書，豈功埏埴，異河濱之跡」，139 所說的是

市中販瓷者以髺墾薜暴等瑕疵品冒充完器出售，是異於河濱遺範的敗德行為。

對於一國之君又極力宣揚自身德行的乾隆而言，為避免敗德形象的影射，自然

不會允許其御窯廠製品出現類此的瑕疵，當然也不會以醒目的鋦釘來補修內府

所藏古瓷而突顯出瓷器的缺陷。 

 

五、從戒「玩物喪志」到「河濱遺範」 

 

乾隆對宋代名窯陶瓷，特別是官窯作品有著極高的評價，這不僅反映在其

詠瓷詩中，從傳世的大量乾隆官窯作品或清內府造辦處檔案也可輕易得知宋代

官、哥等瓷窯作品是其御窯廠倣古器中主要的模倣對象之一140。此外，前引南

宋葉寘《坦齋筆衡》說：「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有

                                                 
135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書畫圖錄》19（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頁 207。關於鋦

釘補瓷的討論參見：謝明良，〈古文獻所見陶瓷補修術〉，成城大學《美學美術史論集》14
輯（2002），頁 71-91。 

136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十七年十

月十三日條。微卷第 94 盒，頁 230。 
137 如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會編，《故宮藏瓷》（明青花瓷五嘉靖）（香港：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1963）圖 14 青花龍紋蓋罐。 
138 乾隆三十一年（1766）〈詠龍泉窯碗〉：「德猶宗   」。 
139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 530，《四庫全書》集部 276，總集類（上海古籍出版社）

1337 冊，頁 843。 
140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三年七月

木作，微卷第 75 盒，頁 528。以及唐英「恭進上傳及新樣瓷器折」收入：張發穎等，同注（112）

《唐英集》頁 937。 



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制，置窯於修內司，造青瓷，名內窯」，乾

隆對於此一涉及宋代官窯燒瓷變遷的記事也有相當程度的掌握，如他在〈官窯

瓶子歌〉就提到：「官窯名始宋南渡，後苑製效宣和故」141。另一方面，做為北

宋官窯最重要贊助推動者的徽宗，雖以其傑出的藝術造詣和熱心推廣藝文活動

而為後人所稱道，卻也做為亡國之君被史家譏評是「玩物而喪志」。142 這對於

同樣具有帝王身份又愛好文物藝術的乾隆而言，無疑是一個足資警惕的前車之

鑑。乾隆曾經說過：「蓋玩物喪志，帝王所戒，是以宣和鑑賞，無捄於國是廢弛，

而天書符瑞等事，尤為誕妄不經，朕素所鄙笑，豈肯以玩好機祥，啟導臣工，

流傳後世耶」。143 也因此乾隆不僅無時無刻地警覺玩物喪志可能導致的悲劇，

並且刻意地借由詠瓷詩文來宣示其為君之道和不斷自我反省、警惕的處世原則。 

乾隆在〈詠官窯小方瓶〉時說：「方難圓易治」，接著注引《窺天外乘》指

出：「瓷器圓者鏇之立就，獨方物即至小，亦須手捻而成，最難完整」144。但是，

當他在〈詠官窯方爐〉時則引申說：「陶器如立身，圓易方難為……以此品其第，

高下原堪知，論器寓論世，用人弗可思」145，像是這樣的兼具鑑賞品評和警示

處世之道的雙重構造陶瓷鑑賞觀，可說是乾隆吟詠文物詩文的顯著特色之一。

如其〈詠汝窯椀〉就說：「盂圓切已近君道，玩物敢忘太保言」；146〈詠定窯三

羊方盂〉因見盂內心有三羊紋飾而連想到羊即陽（圖一六），有乾九三之義，故

而感慨「因思切已戒，敢忘作君難」。147 至於前述將哥窯開片釉裂紋意寓為烈

士，或以葵花口碗盤譬喻忠赤也是此一特殊鑑賞觀的表現。 

在〈題均窯椀〉時，因知內府所藏均瓷盤多而椀極少，故有感而發地說：「椀

大難藏盤小易，於斯亦當知懼哉，愈大愈難守其器」。148 值得留意的是，乾隆

做此詩文的同一年，發生了林爽文於台灣揭竿起事與清軍對決的事件，這也是

乾隆自平定大小金川、準噶爾、南疆和緬甸等六次武功以來再次面對的重要戰

役，看來乾隆似乎是擬借由詠均窯碗來警示帝國守成不易。其實，乾隆之所以

會選擇「均窯椀」做此宣示，恐怕也有其特殊的考量，因為他在此前十年已曾

有〈題均窯椀〉詩。149 從詩序得知，該椀出土於烏魯木齊屯田軍區，乾隆一方

面從作品足間缺釉來判斷其應是元代倣宋的貌不出眾的陶瓷，但顯然對於他平

定伊犁以來「天山迤北皆歸疆索」的武功極為得意，故題詩紀念並以此做為「持

                                                 
141 乾隆四十二年（1777）〈官窯瓶子歌〉，英國 PDF 藏。 
142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418。 
143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乾隆五十四年（1789）乙酉八月（臺北：華文書局，1970），

卷一三三七，頁 19834。 
144 乾隆四十年（1775）〈詠官窯小方瓶〉， 
145 乾隆五十年（1785）〈詠官窯方爐〉，臺灣國立故宮藏。 
146 乾隆四十四年（1779）〈詠汝窯碗〉，中華人民共和國故宮藏。 
147 乾隆四十年（1775）〈詠定窯三羊方盂〉，臺灣國立故宮藏。 
148 乾隆五十一年（1786）〈題均窯碗〉，英國 PDF 藏。 
149 乾隆四十一年（1776）〈題均窯碗 有序〉：「烏魯木齊屯田軍士墾地得舊瓷碗，都統索諾穆

策凌於入覲時攜以呈進，視其色澤似宋均州窯而足間泑水微缺，蓋元時倣造者，此瓷流傳頗

有，尚非難致之物……。考元史地理志謂河州以下載籍   略，莫能詳錄，則亦未能實撫而

郡縣之也，今自平定伊犁以來，天山以北皆歸疆索……」。 



盈戒滿」之用。雖然目前已難確認上述兩首〈題均窯椀〉所指涉的碗是否同為

一件作品？不過烏魯木齊出土的鈞窯碗傳世至今，其口徑尺寸近 20 公分（圖一

七），150 故不排除後者或即寓意大業難守的那件大碗？無論如何，從乾隆寫作

〈題均窯椀〉的時機，或鈞窯碗所蘊含的政治性意涵看來，乾隆陶瓷鑑賞詩文

所顯現的藝術性鑑賞和政治性宣示之雙重構造頗為明顯，甚至不禁令人狐疑其

詠瓷詩其實只是帝王宣揚理念時的一種亮麗的包裝手段罷了？ 

在乾隆詠瓷詩當中，帶有成篇詩序的例子並不多。除了前引誇示清國版圖、

平定伊犁戰役的〈題均窯椀〉之外，我們應當留意另有兩首帶序的〈詠龍泉盤

子〉。其中一首書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序文內容首先是敘及該宋代龍泉窯

盤是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伊犁之次年，侍衛等人於吐魯蕃發掘出土的，但

重要的是「今遠人內面，入我陶鈞，襲而藏之，用示柔遠」。151 另一首成於乾

隆三十五年（1770 年），序文主要是記錄地理位置遠較吐魯蕃偏遠的霍罕遣使

攜龍泉窯青瓷盤來貢，「並告新用事」152。乾隆認為像是這樣具有歷史意義的作

品，絕非「玩物」。乾隆對於玩物喪志不僅深自警惕，而且是深惡痛絕，其原因

不難理解，那或許就如孔復禮所指出的他將玩物喪志與滿州人的漢化劃上了等

號。孔氏引述他嚴厲訓斥鄂爾泰的侄子鄂昌說：「滿州風俗，素以尊君親上，樸

誠忠教為根本，而騎射之外，一切玩物喪志之事，皆無所漸染」。153 儘管乾隆

本人的古陶瓷學養頗受惠於明代江南文人的鑑賞風情，但是他卻也深刻地意識

到孔復禮所指出的滿人所引以為傲且蓄意宣揚的武勇和樸實的美德，將會因精

緻的漢文化特別是會受到最講究藝術品味，同時也最玩物喪志腐敗不堪的江南

文化的浸襲而消失殆盡。滿人的漢化傾向已是既成的事實，問題是在汲取漢文

化精華的同時，如何勉力保持其心目中的滿人美德和價值觀恐怕才是乾隆焦慮

之所在。我不能確定乾隆是否苦心積慮地意圖以其詠瓷詩來導正滿人一昧盲目

的漢化？但似乎也難否認乾隆部分詠瓷詩確實可能達成此一功能。乾隆在其詩

中總是以身作則，宣示其勤勞警覺之心和高度的自我期許，更重要的是他不時

以古代聖王自居，極力推銷他的至高德行，其中又以詠瓷枕的詩文表現得最為

集中。 

我所能掌握到的乾隆詠瓷枕詩計二十一首，成詩年代在乾隆三十六歲至七

十八歲之間。儘管詩文主題頗多雷同，但內容所勾勒出的乾隆自強不息的形象

委實讓人印象深刻：乾隆既晚睡早起，154 甚至還可從作夢的內容獲得啟示，他

頗不屑唐代《枕中記》所見的邯鄲書生之夢，因為「至人無夢方宜陳」；155 他

                                                 
150 John Alexader PoPe 編《東洋陶磁 10．フリーア美術館》（東京：講談社，1980），圖 76。 
151 乾隆二十二年（1757）〈詠龍泉盤子〉。 
152 乾隆三十五年（1770）〈詠龍泉盤子〉。 
153 孔復禮（Philip Kuhn），陳兼等譯，《叫魂》（臺北：時英出版社，2000），頁 93。 
154 乾隆三十七年（1772）〈再詠定窯瓷枕〉：「夢旦吾何敢，宵衣置五更」；乾隆四十二年（1776）

〈詠汝窯瓷枕〉：「我自宵衣人，幾曾此安寐」，臺灣故宮藏；乾隆四十六年（1781）〈詠柴窯

如意枕〉：「晏起吾原戒」等，英國 PDF 藏。 
155 乾隆三十八年（1773）〈定窯瓷枕〉：「至人無夢方宜陳，小哉邯鄲漫云云」。。 



表面上謙虛的說：「治猶遜虞夏，敢曰夢華胥」，156 但顯然是意識到華胥之夢正

是黃帝憂天下不治，晝寢而夢見華胥氏這一天下太平的理想國度。當他在吟詠

一件定窯娃娃枕（圖一八）時，自注曰：「此枕動搖則內有聲，或亦警枕之類歟」，
157 恐怕也是意圖借由所謂的警枕來塑造自身時刻警惕，即亦收錄於《古今圖書

集成》之蔡邕〈警枕銘〉所說的「哲人降鑑，居安慮傾」的形象。158 而這種居

安思危的人格特質正是被譏評為玩物喪志的徽宗皇帝所不具備的，所以乾隆有

一次就乾脆率直的質疑道：「欲問宣和精物理，達聰虞訓可曾思」？159 所謂「虞

訓」，當然是指古史傳說中五帝之一的聖王虞舜的典故，而虞舜最著名的貢獻之

一，即是《史記‧五帝本紀》所稱頌的「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160。換言

之，舜是第一個燒造出無髺墾薜暴陶器的人，而之所以能燒製出完美陶器的原

因，乃是舜稟承了至高的德行，如果用宋元之際蔣祈《陶記》的話來說，即是

「河濱之陶，昔人為盛德所感，故器不苦窳」161。 

我認為，舜陶河濱，即聖人稟持至德燒陶的河濱遺範典故，正是理解中國

歷代不少帝王重視陶冶的關鍵所在。自命可比河濱遺範而致力於陶冶的帝王恐

怕不限於乾隆一人，但就現有的資料看來，乾隆顯然是當中最為突出的人物。

在乾隆詠瓷詩中，不時可見涉及河濱遺範或與德行相關之例，如〈古陶缶歌〉：

「腹橢口弇德能畜……陶於河濱此其躅」（圖一九）162；詠〈陶尊〉：「其響清越

如泗濱，乃悟陶器成神甄」等即是對舜陶河濱的緬懷（同圖二）。163 我們應該

慶幸乾隆吟詠的上述兩件以及和本文主旨密切相關的〈題貞觀陶器缾〉（圖二○）

等計三件作品均傳世至今，收藏於台灣國立故宮博物院。乾隆在吟詠這件所謂

貞觀陶瓶時，曾以詩注的形式提到唐代《柳宗元集》中所收錄的〈代人進瓷器

狀〉，164 這就透露出乾隆歌詠河濱遺範的用意所在。 

〈代人進瓷器狀〉是唐代元和年間（806-820）柳宗元所撰的一篇獻呈皇帝

                                                 
156 乾隆三十二年（1767）〈定窯瓷枕〉，英國 PDF 藏。 
157 乾隆三十八年（1773）〈詠定窯睡孩兒枕〉，臺灣國立故宮藏。 
158 《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考工典，卷二百二十三，枕部彙考。 
159 乾隆五十五年（1790）〈詠均窯雙耳瓶〉，臺灣國立故宮藏。 
160 《史記‧五帝本紀》卷一（台北：鼎文書局），頁 34。 
161 尾崎洵盛，〈元蔣祈陶記略〉《陶磁》9 卷 5 號（1937），頁 22。 
162 乾隆十七年（1752）〈古陶缶歌〉。實物現藏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乾隆曾經五次為詩吟詠

該件作品（同註 4）參見。從現今考古資料看來，該繭形壺應來自西漢時期北方陶窯所生產，

關於繭形壺的討論可參見：楊哲峰，〈繭形壺的分類、分布與分期試探〉，《文物》2000 年 8
期，頁 64-72。 

163 乾隆二十四年（1759）〈陶尊〉，實物現藏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從詩文內容結合現存實物

外觀推測，乾隆三十九年（1774）〈詠陶器獸環壺〉、乾隆五十六年（1791）〈詠古陶器尊〉、

乾隆五十七年（1792）〈題陶器弦紋壺〉等御詩所指的應該也是這件漢代鉛釉陶。類似作品

可參見：三門峽市文物工作對（王保林），〈三門峽市立交橋西漢墓發掘簡報〉《華夏考古》

1994 年 1 期頁 18 圖 7 之 10；以及《漢代陶器特展》（高雄市：高雄市立美術館，2001），圖

5 和許雅惠的說明。  
164乾隆五十五年（1790），〈題貞觀陶器缾〉。由於詩注稱該陶瓶刻有「貞觀元年」字銘，而清

宮傳世之現藏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一件灰陶瓶器頸亦刻有「貞觀元年瀛州學士蔡允恭敦」

銘文，因此我推測後者即乾隆吟詠的那件作品（譚旦冏，《陶瓷彙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

院，1981），圖版壹貳）。不過該陶瓶之年代和產地還有待今後進一步的資料來確認。 



的文章，內容是說：「右件瓷器等，並藝精埏埴，制合規模，稟至德之陶蒸，自

無苦窳，合太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釜之鳴，是稱土鉶之德」。165 該瓷

器狀所給予我們的重要訊息，無非是柳宗元是將陶瓷的精緻完成度做為帝王德

政的具體反映，並以此對當朝天子歌功頌德。乾隆對此顯然了然於心，而詠瓷

詩中不時可見的示戒警句或誇炫自身勤勉德性以及感慨為君不易的內容，不正

是成為聖王的必經歷程和基本稟賦嗎？歸根究底，乾隆乃是以稟持著至德的聖

王自居，也因此我們才能理解乾隆為何會那樣地講究其御窯廠的陶瓷品質？為

何會斤斤計較內府所藏古瓷的修繕方式並將之修補得完美無缺？至於經常鐫刻

於宋代陶瓷上的「比德」、「德充符」166等印記或許也能置於此一脈絡來予以理

解。對於乾隆而言，完美無瑕的陶瓷正是聖人至德的顯現，至德之人當然絕非

玩物喪志之徒，這也是他自認為和精於文物鑑賞並燒造出為世人所稱羨之官窯

的北宋徽宗最大不同之處。 

 

六、小結 

 

本文主要是從御製詩和造辦處檔案考察了乾隆古陶瓷學養淵源，以及他對

宋瓷的賞鑑和古瓷的修護態度，進而認為乾隆的陶瓷觀是和他以河濱遺範之古

代聖王自居一事密切相關。我在此想再次強調指出，乾隆曾經總結古代政經著

述認為可以用「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二語概括之167。但是，相對於他祖父康

熙是頒行《耕織圖》「以示衣食為生民要計」，168 乾隆則除了〈耕織圖〉、〈棉花

圖〉之外，更採取了以編繪〈陶冶圖〉的形式來強調其重民本務（圖二一）。169 

後者〈陶冶圖〉所欲宣示的理念正和《管子》：「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

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的記述遙相呼應。
170

 乾隆甚至是以這種態度來和外國交

往，如他予英國王的著名敕諭就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

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器絲觔，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

                                                 
165 《柳宗元集》上冊，卷四四（台北：華正書局，1990），頁 1021-1022。 
166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四件汝窯水仙盆當中，即有兩件鐫刻乾隆四十四年（1779）〈題官

窯盆詩〉，並鈐印「比德」、「朗潤」的作品。其次，刻有乾隆三十八年（1773）〈題宋官窯瓶〉

詩的青瓷弦紋瓶亦於詩後鈐印「會心不遠」、「德充符」二印。參見：前引：《故宮瓷器錄》

頁 44-45，及頁 128。眾所周知，「德充符」典出《莊子》，充指充實，符為驗證，即對德的

充實與證驗。 
167 國立故宮博物院，《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一）（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經筵御

論〉卷一，頁 5。 
168 有關中國歷代耕織圖及其版本流傳等問題，可參見：渡部武〈中國農書「耕織圖」の流傳

とその影響について〉，《東海大學紀要》（文學部）46 輯（1986），頁 85-120。 
169 乾隆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唐英奏遵旨編明陶冶圖呈覽折〉，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第一

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12，頁 12-13。 
170（唐）房玄齡注《管子補注》卷二十一，《四庫全書》子部 35，法家類（上海古籍出版社），

頁 498。 



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霑餘潤」。171 對於乾隆而言，陶

瓷外銷也是他德政的一環。 

雖然乾隆的陶瓷觀隱含著強烈的政治意圖，但他的陶瓷學養卻也功夫紮實

並屢有創見。如前所述，乾隆認為《周禮‧考工記》之所謂「薜暴」是指「釉

之不純」，故而據此推論說：既然〈考工記〉記載髺墾薜暴不入市，這不正是三

代以上已有施釉瓷器的明證嗎？172 該一推演邏輯正和近代學界釋馬王堆一號

漢墓遣策中「資」字為「瓷」，而主張西漢時期已出現瓷器，173 或援引《禮記‧

檀弓》所載明器，瓦不成味之「味」即「沫」亦即「釉」，來論證其時已有瓷器

的做法不謀而合174。就此而言，乾隆可說是史上第一位討論中國瓷器起源於三

代的先驅。 

但是，乾隆也有一些陶瓷鑑賞上的弱點，比如說他對宋代以前的陶器就掌

握得不夠確切，因此經常將今日考古發掘已證實的漢代鉛釉或素燒陶器等作

品，籠統地歸入「三代」、「上古」或逕以「古陶」稱呼之。我們當然不能以現

今的考古知識來苛求乾隆的古陶辨識能力，但我想指出，乾隆的陶瓷學養和興

趣，明顯是局限在中國製品之上。如現藏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一件於器口頸

內壁鐫刻乾隆丁已（1737 年）〈詠古陶器〉的印紋陶罐，即為一例（圖二二）。

乾隆認為該陶罐造型渾樸，火氣全泯，並且所刻飾的花紋既不俗氣，也無斧鑿

痕跡，故判斷應屬「三代以上」作品。175 但事實上，和乾隆心目中這件三代陶

之造型、裝飾相類似的作品，於泰國、日本等地遺址經常可見（圖二三），176 考

古發掘資料表明其產地應在泰國中部阿瑜陀耶（Ayudhya），即《清史、暹羅傳》

之「阿由提亞」一帶，其年代大約是在十六到十七世紀之間177。此外，臺灣國

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十八世紀日本京燒系的釉上五彩花鳥碗，也被清宮誤

判成中國製品，並給予等級評比178。上述實例說明了清宮成員，甚至於學養深

                                                 
171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北京：國

際文化出版社，1996）頁 57 所收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九日〈為請于浙江等口通商貿易斷

不可行事給英國王的敕諭〉。 
172 乾隆五十四年（1789）〈戲題官窯盤子〉：「薜暴謂其釉之不純」，乾隆五十四年（1789）〈詠

官窯椀〉：「按考工陶旊之事，髺墾薜暴不入市，是三代以上已有瓷，但其字未見於六經耳」。 
173 唐蘭，〈長沙馬王堆軑候妻辛追墓出土隨葬遣策考譯〉，《文史》10（1980）頁 3。 
174 宋伯胤，〈關於我國瓷器淵源問題的探討〉，收入：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古陶瓷論文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頁 121。另外，孫貽讓《周禮正義》卷八十一亦曾引孔疏謂「瓦     

不成沫」乃「瓦器無光澤是也」（臺北：大聖書局，1965），頁 56-57。 
175 乾隆二年（1737）〈詠古陶器〉：「質樸形猶古，神農緬作遺，陶成火器泯，契合道心怡，遠

矣無當誡，何妨有用時，誰加雕鏤細（自注：此器制度渾樸，自不應有花紋，想係後人復

加雕刻者，但所雕文理不俗，無斧蹟痕，與器同色。撫不留手，亦即三代以上所作物耳），

破此太初姿。」國立故宮博物院，《清高宗御製詩文集全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卷十四，頁 5-6。 
176 森村健一〈畿內とその周邊出土の東南アジアの陶磁器〉，《貿易陶磁研究》11（1991），頁

144；吉良文男，〈東南アジア大陸部の陶磁器－タイを中心に－〉，《東南アジアの茶道具》

（京都：茶道資料館，2002），頁 203。 
177 謝明良，〈乾隆和他收藏的一件泰國陶瓷〉，《故宮文物月刊》，第 247 期（2003 年 10 日），

頁 76-87。 
178 謝明良，〈記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伊萬里瓷器〉，《故宮學術季刊》14 卷 3 期（1997），頁 126



厚如乾隆者，也難免因上國心態作祟，從而造成對周邊其他國家的陶瓷工藝懵

然無知。 

在乾隆的陶瓷鑑賞生涯當中，瓷史考證是他持續不輟的興趣，但他同時也

游刃有餘地評論陶瓷器形，179 或改變古陶瓷的原本用途180，甚至自認為知音而

將不同時代的古陶瓷予以成雙配對。181 我們從乾隆詩文所透露出的形形色色的

鑑賞細節看來，乾隆賞鑑陶瓷絕非玩票性質，而乾隆精於賞鑑並有意識地加諸

於陶瓷器上的政治意涵，無疑也將自雍正以來鼎盛的御窯廠製品推向另一高峰。 

最後，我應聲明本文是嘗試從陶瓷鑑賞的角度來捕捉乾隆的某些陶瓷學養

和人格特質。但眾所周知，有關乾隆的文獻資料浩瀚如海，僅就其藝術鑑賞所

涉及的類門來說，除了書畫之外，還有銅、玉、漆、玻璃等各種製品，本文主

觀地選擇陶瓷為討論的對象，並未兼顧陶瓷和其他不同材質作品鑑賞觀中可能

出現的相符或扞格不合之處，因此考察的結果應該說只是盲人摸象所得的片面

理解罷了。 

 

 

 

 

 
※本文亦於日前發表於《故宮學術季刊》21 卷 2 期（2003 年冬季），敬請參閱

查証。 

 

 

 

 

 

 

 

 

 

                                                                                                                                         
圖 15。 

179 乾隆三十一年（1766）〈詠瓷掛瓶〉注：「膽瓶紙槌瓶皆瓶式之最佳者」。 
180 乾隆五十一年（1786）〈詠雙耳官窯瓶〉注：「古以資盛酒，今惟用插花」，臺灣國立故宮藏。 
181 乾隆五十一年（1786）〈詠哥窯碗托子 宣窯茗碗〉：「托子成於宋，歲陳碗莫尋，宣窯尚堪

配……陶君如有識，謝我善知音」。 


